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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人才大国必须要走

两条道路，一是培养人才，二是引进人才。

这里我说的培养人才乃是培养一流人才，就

是所谓领军的人才，毕竟有军而无将，不能

成为科技大国。但是直至目前，中国在培养

人才方面采取的态度，一般来说重点在于讲

求公平，因此极难冒出极为杰出的人才。中

学生的目标一切以高考为主，选拔人才以考

试为主要指标，在大学的教育也受到影响，

高考状元或奥数金牌得主，自以为学业有

成，不读考试以外的有意义的文献，很难成

长。因此要培养一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

学生实在难乎其难。即使杰出青年的奖状和

院士的选举都由自己填申请表，没有尊重学

术的意思。而且过多的奖项，包括院士的评

选造成了许多不良风气。

其实培养人才和引进人才息息相关，不

可分开而论，“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不

亦乐乎”。即使第一流的教授，没有第一流

的学生，一般来说这个学者的研究成果亦会

逐渐落伍。这就是世界上的名校都激烈地争

取一流好学生的重要原因。这里谈谈我个人

的一个经验。我从前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

所做教授，那是公认的一流科研中心，也是

爱因斯坦晚年长驻的地方。但是我始终觉得

没有办法跟大量出色的年轻人一起工作是一

件遗憾的事，所以最后我还是离开了高等研

究所。

现在我在哈佛大学数学系做系主任，不

断有其他大学的数学系想聘请我们的教授，

但结果这些教授都留在我们系里。其原因不

在于我们能够提供更丰厚的薪酬，而在于我

们有最好的学生和年轻的学者一起工作。教

授们留在本系教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做得

更为起劲，因为年轻有为的学生往往比教授

们更有想法，更有冲劲；一方面他们可以影

响下一代的杰出学者，使他们的学问和精神

流传下去。

所以中国要引进人才，要成为人才大

国，首要的事情乃是培养拔尖的学生，从中

学起。

中国和美国在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的主

要分歧在于：一些国内政府和学术界的官员

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年长的领袖身上，他们可

能是院士，可能是政府官员，至于他们是否

在学术的最前沿则不见得重要。美国学术界

则唯才是用，几乎所有精力集中在提拔和尊

崇年轻学者身上。

中国从古到今都注重引进人才或者发掘人才

的问题，君主的贤明大致上与人才的有效起

对引进科学人才的几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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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直接关系。

从前尧舜禅让，西周用姜尚，秦用百里

奚、商鞅、李斯，西汉用萧何、张良，唐用

魏征、姚崇、宋璟等都与重视人才、起用人

才有关。

历代政府有不同起用人才的办法，隋唐

科举取士的方法影响至今，以考试为主的方

法有其公平性，但也磨灭了最有创意的人

才。

我们来看在科举取士以前几次求贤令。

高祖求贤诏：

……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

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贤士大

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

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

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

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

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武帝求茂材异等诏：

葢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

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

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曹操则有求贤令：

* 建安十五年下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

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

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

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

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

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

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

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

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 建安十九年下求贤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

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

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

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

* 建安二十二年下求贤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

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

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

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

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

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

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

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辱

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

之术：其备举所知，勿有所遗！

汉高祖求士，讲求有道德和有能力。

从自己到地方官吏都极为尊重这些贤士，

其实培养人才和引进人才息息相关，不可

分开而论，“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乐

乎”。即使第一流的教授，没有第一流的学生，

一般来说这个学者的研究成果亦会逐渐落伍。这

就是世界上的名校都激烈地争取一流好学生的重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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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也不勉强年纪过高的人出仕。汉武帝

比较注重能力，但却认为需要规范这些人

才。诸葛亮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

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先汉取士以道

德为准，得以长治久安。而先汉文化科技

发达，集两周先秦之大成，蔚为大观。两

汉四百多年可说是世界史上值得称道的一

段历史。到曹魏则急功近利，只求有能力

而不讲究品行，导致司马氏篡魏，魏晋南

北朝士风不振，国力不强。

大抵上，国家兴起，需有能人，至于长

治久安，非讲求道德文章不可。科技以基本

科学为基础，而基本科学的发展乃是百年大

计，不可不计较做学问和做人的态度。

中国引进人才，取士的方法不宜急功近利，

不择手段。

当今不少学校官员，为了讲求政绩，以

非常手段聘请学者。这些学者，早年或许稍

有名气，但往往学业每况愈下，而又处处兼

职，求田问舍，无论对研究对教育都是一个

负累。反过来说，年轻有为，尚未成名的学

者往往不受重视，与这些引进的学者薪酬相

差十倍以上，使人灰心。

其实不少学校领导很了解这些兼职的院

士和海外引进的学者在学校只参加极为短暂

的研究，但学校聘请这些学者后，往往可以

从中获利，一起获得国家大的研究项目，所

以很难不采取高薪聘请这些学者的手段。这

种利益关系与中国评审制度的不健全有密切

关系，因为教育部或媒体评判大学的好坏往

往以聘请多少名学者为重要标准，并不太讲

究他们对学校，对培养学生，对研究的贡

献。况且学校官员需要良好的政绩，短期内

引进名学者对他们的前途大有好处，至于长

远的影响，则非他们所重视了。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

顺，则事不成。”十多年来中国数学界未能

成功地大量引进有用的人才，与学校在聘请

学者时没有正名有绝大关系。

我个人认为，引进人才不宜只限于华

裔学者，其实不少外国学者对中国兴趣极

大，虽然仍有不少问题存在，但国外一流

学者愿意来华两三个月教导杰出学生的意

向逐渐增加，而他们要求不多，人事关系

也比较简单。海外教授往往认为培育英才

是学者的责任。他们也着实培养了不少杰

出的年轻学者。举例来说，清华大学聘请

了一批法国学者，每年教学两个月到三个

月，效果极佳，已经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

年轻数论学家。

假使名校将用于兼职院士和海外学者的

薪酬用在年轻有为的中国学者身上，并鼓励

国内年轻学者和学生成长，在2020年前成为

数学的人才大国是可以成功的。

如何鼓励年轻学者有志气，做一些有益人类

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必须鼓励学者培养高尚的情操，才

可以移风易俗，单用诺贝尔奖或菲尔茨奖来

鼓励学者是不够的。

据说杰出的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问他的

父亲梁启超：姚崇、宋璟与杜甫、李白，孰

为重要。他父亲说，前者领导并影响了唐代

数十年的政治文化，后者则代表了整个中国

文化的重要部分，历久不衰，这是值得我们

学者深思的。

现在我谈谈多年来我在中国培养人才的

经验。这些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希望

为大家提供一些借鉴，把人才培养和引进工

作做得更好。

在1979年时，华罗庚教授邀请我到科学

院数学所访问，1980年我参加我的导师陈

省身教授在北京主持的国际几何大会。“文

革”刚过，一群中年的数学家兴致勃勃地预

备重振“文革”前中国数学的雄风，当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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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工作有陈景润，杨乐和张广厚的名著。

我也花了不少工夫，将我当时正在考虑的几

何上一些重要问题率先引进国内，希望国内

数学家一同来研究这些问题。当时确也引起

了国内同行的关注，数学所的王光寅教授和

他的一位女学生在我提出的某个问题上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但没有料到的是，王教授的

另一位学生对此不满，并挑起了北京大学极

少数人和科学院的不和，可以说是中国科学

界的不幸。这种因为嫉妒而引起的争执，在

资源缺乏时，来得特别严重。举例来说，王

光寅教授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竟因上述的

争执而退出学术界。

中国各个高等研究机构的互相争执造成

中国科研的重大损失，大家都不愿意承认的

一点就是：这种争执的起源大部分可以追溯

到既得利益和未得利益的学者之争，庸才和

有才干的学者之争，或者为维护某些团体利

益之争，这种争执罔顾国家利益，罔顾年轻

学子的前途，使人痛心。

在这些不良争执的背景下，年轻有为的

学者不愿全职回国服务，即使回国，也不可

能找到一个清静的场所全心去做研究，去培

养年轻学生，结果是他们宁愿留在美国。为

了保留他们的退路，大部分的学者不愿放弃

在美国艰苦得来的终身职位。

我在1995年时得到我的朋友陈启宗和陈

乐宗先生的支持，在路甬祥院长的带领下，

和杨乐教授一同创办晨兴数学所，就是为了

打破这种局面。我们首先举办了一个完全开

放式的研究所，邀请全国高校有能力的学者

和有才华的年轻博士后一同在中心做研究。

每年有多个方向的研究团队带领，聘请海外

专家来讲学，很多年轻学者得益不少，回到

自己的单位继续他们的研究，这种方法没有

抵触高校的利益，大家都乐意参加。但是国

内某些院士的无知和独断专行还是阻碍了尖

端学问的发展，年轻学者不能发挥他们的优

势。在1997年时，我的朋友汉密尔顿先生在

Ricci流研究中已经开始有大成，我知道这

个工作影响会很大，将会解决数学难题庞卡

莱猜想。所以在所里建议大家集中精力研究

Ricci流，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当时王光寅教

授的那位学生已经做了院士，却极力阻止让

年轻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理由是他自己看

不懂这些文章，要出论文会有困难。最后只

有朱熹平回到中山大学继续努力。而俄国人

佩雷尔曼在5年后在庞卡莱猜想这个问题上

得到重要的成果。亦可见院士在年轻人面前

的威力。这种事情在美国难以发生，却在中

国某些院士的霸道之下不断地出现。

10年前，我希望能够把大量地训练本

科生作为人才梯队的基础。因此在浙江大学

成立了数学中心，我将我的一位杰出的学生

刘克峰引荐到浙江大学数学系来帮忙。8年

来辛苦经营，不但举办了一连串的重要学术

活动，最重要的是我们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学

者。博士毕业生中有被哈佛大学聘为助理教

授的。其他中国名校中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杰

出博士生。在我们培养的本科生里，杰出的

也实在不少，他们到世界各地名校深造，有

数十位之多。除中国的名校外，包括哈佛、

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柏克莱、加大洛

杉矶分校、哥伦比亚、芝加哥、杜克、威斯

康辛、密歇根、牛津等等。

清华大学的领导非常开明，我与他们的

合作非常愉快。在短期内，不但学生程度大

幅提升，由于经费比较自主，我们也已经成

功地引进了几位全职的年轻有为的学者。我

们希望他们能够专心致志，集中精力做大学

问。引进人才，应该以学术的成就为主要吸

引力，在住房薪酬的基本条件解决后，一切

都以学问为主，则不愁不能短期内涌现出第

一流的学者。

（本文转载自2013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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